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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人信息本质是权利还是权益，民事实践中产生诸多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个人信息权利基础不明确与

学界混同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并试图以传统民法人格权角度来全面保护个人信息，因而出现实践

混乱与法理矛盾。个人信息本质为一种存在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的权益。为避免个人信息保护客体与义

务主体泛化，应厘清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避免“一刀切”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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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rights or interests, which has many disputes in civil prac-
tice. The source of the dispute lies in the unclear basi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which is 
confus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cademic cir-
cles, and tries to protect personal information comprehens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
al civil law personality rights. The essenc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a kind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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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ublic law attribute and private law attribute. In order to avoid the generalization of person-
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bject and obligation subject, we should clarify the legislation of per-
sonal information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nd avoid the legislative model that “one 
size fit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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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5G 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

数据与自然人的联系日益紧密，个人数据逐渐成为自然人的另一面“镜子”。个人信息内蕴含的爆炸式

增长的经济价值导致诸多企业、个人铤而走险，在此背景下诞生诸多灰色个人信息产业链。大数据背景

下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间的矛盾亟待解决。个人信息保护近年来成为许多法律部门与理论研究的热

点，学界理论界围绕个人信息权益还是权利，个人信息权利(或权益)属性是人格权、财产权还是新型复合

型权利，个人信息立法编撰等诸多问题产生争议。一场场学术争辩中，都关乎一个重要的命题：个人信

息权益属性定性，既关乎立法科学性，也关乎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适用与实践保护。本文从个人信息权益

立法争议切入，围绕个人信息属性理论争议，探讨个人信息权益属性定性，尝试去给予个人信息性质定

性研究。 

2. 个人信息立法现状与问题提出 

2.1. 我国个人信息立法矛盾与纠结 

个人信息保护的本质究竟是权利还是权益，民事立法中产生了很多争论。争议的根源在于将人格权

(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这两项根本不同的制度强行并列，并试图以传统民事权利话语体系来界定个人信

息保护，最终难免出现各种矛盾[1]。 
2017 年 10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在第五章“民事权利”第

111 条对个人信息立法给予规范。笔者认为，从权利法定原则看，个人信息保护不能算是一种权利，而

应该归入《民法总则》第 3 条的“其他合法权益”。尽管第 111 条位于“民事权利”下，此处“民事权

利”要做广义理解，而非对世性、排他性的绝对权。关于此，学界围绕个人信息属于权益与权利展开激

烈辩论，然立法之模糊导致该问题仍未定性。 
立法模糊导致个人信息保护属于人格权还是身份权争议不定。《民法总则》第 111 条仅表述个人信

息受法律保护，整个条文却并未出现“个人信息权”的字样。相比较之下，《民法总则》第 110 条的规

范就更为严谨，诸如姓名权、肖像权等都是给予了“权”的字样。此外，《民法总则》第 112 条则是规

范自然人身份权。在人格权与身份权中加入一条“自然人信息保护”，看似两全实则更加模糊了个人信

息的权利属性界限，使得个人信息属于人格权、身份权、还是具体人格权的定性产生诸多分歧，使其陷

入一种模棱两可的尴尬境地。例如，王利明教授认为，虽然《民法总则》没有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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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但在解释上可以认为，其承认了独立的个人信息权[2]。杨立新教授也持类似观点，其认为在比较法

上并没有对个人信息作法益保护的先例，因此《民法总则》第 111 条所规定的个人信息就规定自然人具

体人格权之一，即个人信息权[3]。与此相反，部分学者认为个人信息知识一种法益而非人格权利[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通过 6 个条文就个人信息予以规定，但是关于个人

信息的权益性质仍模糊，第 1034 条仅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关于个人信息权益性质问题仍待解决。

《民法典》将个人信息放置于人格权编进行立法，可见从立法层面承认个人信息保护与人格相关，分歧

在于到底是属于一般人格权还是具体人格权。《民法典》第 110 条规定了具体人格权，如果个人信息属

于具体人格权理应将其置于其中。然而立法层面却将个人信息保护独立设置第 111 条规定，可见个人信

息保护又不属于人格权两种情形之一，然而在“人格权”编却又见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定，由此导致解

释上的困难重重。 

2.2. 个人信息具体权利来源基础模糊 

个人信息权益(或权利)秉持权利法定原则必须追溯到具体法条，环顾我国立法历史，凡是当下我国基

本民事权利均由法律明文规定“权”，例如《民法典》第 110 条规定的“姓名权、肖像权等”，而我国

立法并未对个人信息予以“个人信息权”，仅规定“个人信息保护”。正是因为国内关于个人信息立法

尚未统一关于个人信息权利性质界定，进而引发学界关于个人信息权利属性的争议。 
如上文所言，《民法典》在总则编民事权利中给予“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定性。故而部分学者

以此为基础主张个人信息属于民事权利，而非民事权益。笔者认为，此处权利应作广义解释，而非排他

性、对世性的绝对权，再者《民法典》第 111 条并未承认“个人信息权”而是承认“个人信息保护”，

从我国之后的立法也印证该观点。 
部分主张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学者以《民法典》第 1035 条(个人对个人信息的知情同意权)与第 1037

条(查阅、更正、删除)为由认为自然人对个人信息享有横贯个人信息处理始终全部周期的控制，认为个人

对个人信息享有完全的控制权。笔者认为个人信息自决权乃天方夜谭，并不存在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权利

基础，从最新颁布的《民法典》第 1037 条的表述可见，信息主体仅享有查阅、复制的权利，而关于更正

删除也并非绝对权利，而是“请求”信息控制者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属于民法意义上的请求权。

但无论是请求权还是对世权，如果个人对自己的信息尚未享有权利，又何来这些权利具体事项？一方面

给予个人信息以权益性认定，另一方面赋予信息主体知情同意权、查阅、复制、异议删除等权利，权益

本身是否能附带这些具体民事权利呢？值得商榷。 
此外，从信息发展的历史背景而论，个人信息存在本身意义便不是为了阻塞信息流通，信息本身便

储蓄人类身份的另一张名片，其意义在意沟通交流，具有社会属性。而赋予信息主体绝对的信息控制权

不利于社会交流与发展，最终导致人人无交流、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3. 个人信息权益属性分类 

学界从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为标准产生诸多理论分类学说，有“宪法人权说”、“一般人格权说”、

“隐私权说”、“财产权说”、“新型权利说”、“独立人格权说”等不同主张[5]。 
部分学者主张个人信息既具有财产价值也具有人格属性，“个人信息之于信息主体，是因为其能够作为

个人信息而具有财产意义，因而个人信息权为财产权，为典型民事权利；而个人数据之于数据主体，不是因

为其具有财产意义，而是因为其与数据主体不可分离，因此个人数据权不是财产权，而是人格权。”[6] 
随着《民法典》立法出台，以及学说理论发展，“个人信息保护”被写入《民法典》人格权编，即

从立法层面承认“个人信息保护”具有人格属性。但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是否又与传统人格权相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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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以传统人格权的保护方式来直接适用个人信息？随着大数据的发展，经过企业处理后的个人信息

(或个人数据)又是否属于自然人呢？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将围绕这些问题加以论述。 

3.1. 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 

人格是自我的证明。人格，在哲学基本范畴里，被喻为“自我”、“惟一的存在”。因此，人格就

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7]。我国民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涉及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

由，因此，无论将自然人对其个人信息界定为权利还是利益，都不影响法律将其确定为自然人的人格权

益[8]。其主要理由在于，个人信息是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信息，这种可识别性就体现了人格特征[9]。 
关于个人信息的权益属性之争，由最初的百家争鸣，到《民法典》出台后众多民法学者认为个人信

息存在一个基本共性，即个人信息人格性。但环顾人格权的权利属性，我们不难发现，个人信息是否构

成传统意义上的人格权尚有争议，且《民法典》仅将“个人信息保护”列入立法范围，并未正面承认个

人信息为个人权。此外，是否根据《民法典》第 1034 条规定的个人信息定义，即以身份识别标准为界定

标准的个人信息是否全部都纳入人格权保护体系加以规制。围绕个人信息权益的人格属性辨析，笔者从

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关系对比分析以及个人信息与其他具体人格权关系辨析以展开论述。 
1) 个人信息不同于传统隐私权 
如若以《民法典》第 1034 条个人信息身份识别标准界定信息，容易造成但凡与个人相关的所有信息

最终都会成为个人信息，其范围远远大于不愿为人知晓以及生活安宁的私密信息(隐私)，因而如何界定个

人信息具体定义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在电子数据飞速发展前，我国民法学界以传统纸质媒介为基础，

以人格权保护体系足以保护当时的所有信息。但随着科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逐渐成为与个人紧密

联系的另一张名片，自然人的方方面面均或多或少在网络留存记忆，因而如何保护个人信息，界定个人

信息属性亟待解决。 
有部分学者主张个人信息因纳入隐私权加以保护，以传统人格权保护角度囊括个人信息，笔者认为

该观点过于理想，受美国大隐私权背景影响，本质上却与我国法律背景水土不服。 
我国民法立法一直采用传统隐私权观念来构筑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例如直接将个人信息作为保

护客体，而不区分何种个人信息；再者将义务主体定义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导致义务主体使用信息

前需要瞻前顾后不利于信息交互。以传统隐私权角度来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的直接缺陷是保护客体泛化以

及义务主体泛化双重弊端，因此，个人信息究竟是权利还是权益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并在司法实践中产

生相悖的推理结果。 
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属于交叉关系。仅以《民法典》第 1034 条表述展开分析“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

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可见，立法者从立法层面肯定

个人信息与隐私权属于交互关系，两者存在交集，即涉及隐私性的个人信息，也由此可见，并非所有隐

私权均构成个人信息，从法条表述中我们也可以推断立法所保护的并非所有信息，而是能够识别特定自

然人的特定信息。 
但由此又产生个人信息属于权益的悖论。如果个人对其信息不享有权利，又何来这些巨头权力事项

(查阅、复制、异议修改)？在《民法典》立法中，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远大于隐私权被侵犯后的事后

救济行为，而立法层面却将隐私权定义为权利，却将更为丰富、有更多权利事项的个人信息定义为权益，

得出权益大于权利的结论，法理依据明显不足。 
2) 个人信息与其他具体人格权比较 
从人格权保护角度出发，个人信息保护不同于其他具体人格权保护模式。人格权属于消极权利，权

项并不需要列明，法律上并不详细规定各种类型的人格权，而是在人格权遭受侵害之后，由法官援引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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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的规则对权利人提供救济[10]。通常来说，我国关于人格权的救济以事后救济为主，以不受非法侵害

为权力边界，遭受不法侵害后以侵权救济为主。各国民法对人格权保护的共同经验可以概括为“类型确

认 + 侵权责任”，即通过法律规定或者判例确认人格权的类型，称为特别人格权，将侵害各种人格权的

加害行为纳入侵权法的适用范围，对加害人追究侵权责任[11]。 
然而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中，信息主体拥有“知情同意”的权利，部分学者主张“同意”仅构

成信息流向的导向作用，部分学者以此认为信息主体拥有信息自决权的绝对民事权利。显然，个人信息

的保护模式不同于我国其他人格权的事后救济模式，故而将个人信息纳入具体人格权保护模式中自然适

用困难。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个人信息甚至完全不同于人格权，是独立的新型公法权利。之所以会出现各种

矛盾和纠结，是因为人格权(隐私权)保护与个人信息保护是根本不同的两项制度。人格权是一项传统的民

事权利，个人信息权则是完全独立的一项新型公法权利，是随着计算机大规模采用才出现的新事物。笔

者认可个人信息复杂的公法属性，认为这符合我国法制背景，但承认个人信息完全为公法产物而非私法

救济则无法认同，将在下文论述，故而此处不加以赘述。 
个人信息与其他具体人格权种属关系混乱也是一大严重弊端。《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编共六章，

其中将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均作为章节名字命名，可见四种权利(或权益)处于平等地

位。但从广义理解中，肖像、姓名均是最具代表的典型个人信息，如何与个人信息并列？不合符逻辑基

本要求。此外，《民法典》第 999 条也存在表述问题：“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也是将种

概念与属概念并列，不符合《民法典》第 1034 条所给予的个人信息定义，将之更改为“姓名、肖像等个

人信息”或更为合理。 
在《民法典》总则编中，第 111 条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却未将其设立于第 110 条具体人格权

中，未将个人信息设立为具体人格权的范围，可见从立法层面，个人信息不同于具体人格权。 
综上，人格权存在对世属性，义务主体较为普遍，任何组织、个人均不能侵犯他人的人格权。而若

将个人信息涵盖在对世权范围内，则我国社会的信息流通自然交往将全面阻塞，个人信息在性质上类似

于对人权，仅针对个人信息控制者，而非一般义务主体。个人信息本身具备社会属性，人与人之间交流

更无须法律介入，因而在这种面相社会一般义务主体的对世权性质的“个人信息”，本身无需法律介入、

个人同意。换言之，民法意义上所需要保护的个人信息不同于具体人格权，其不具备对世性，其仅针对

特定义务主体，如个人信息控制者。 

3.2. 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内蕴含的财产价值呈爆炸式增长。正因此，诸多企业与

个人铤而走险游走在法律边缘，频频侵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初衷正是为了规避该侵害行为，

换言之，个人信息财产价值是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初心与出发点。“个人数据与个人信息不同。在网络

世界里，信息是数据反映的内容，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12]“数据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符号，不以人

的认识不同而不同，因此客观性强；而信息则是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强调的是人对于数据的认识，因而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13]信息本身不是数据，数据亦不是信息。部分数据对于部分人无价值，对于有些

人则存在信息价值。信息是数据处理后提炼出的在人际交往中具有识别、传播的功能价值，这也正是人

们力求保护的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财产价值。 
当下，我国立法采取传统人格权保护方式，将个人信息“一刀切”，其客体、义务主体泛化的缺陷

导致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寸步难行，亦容易阻塞信息交流，阻碍社会发展。笔者认为个人信息应再

划分为人格权意义上的个人信息与企业加工处理后具有独创性的企业数据，围绕具体信息加以研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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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所属与保护。 
1) 企业数据权益归属于企业 
关于个人信息司法实践中，较多的争议为企业与企业之争，然而企业本身是否符合诉讼主体身份？

即企业对其所控制的用户数据是否享有相应权利？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面对企业数据引发的纠纷基本是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将企业数据作为“竞争性利益”对个案进行救济。但长此

以往，企业数据定性模糊导致的企业数据无法有效保护的困窘仍未解决。企业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

核心力量，在大数据背景当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企业经济受阻，数据经济必然受阻，故而，

厘清企业数据的定性尤为重要。 
“淘宝诉美景案”从司法判例层面首次确认企业对其数据享有财产性权益，明确用户原始数据与企

业数据界限，从劳动成果角度肯定企业对其数据享有独立财产权益，表达对企业数据采取财产权保护模

式的司法倾向。因权利来源尚未明确，故以传统财产权制度保护企业数据存在局限。部分学者主张创立

一种新型财产权以保护企业数据，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也有学者反对该主张，认为此举会损害

自然人个人信息、隐私权，甚至导致数据垄断现象。笔者认为，从劳动赋权说角度理解，企业经过劳动

加工处理的数据与原始数据已不相同，正如盐水和盐，我们从盐水中提炼出盐，此时两者已不相同，我

们难以去认为提炼后的生成物仍与原物是同一物，两者的所属也因此不相同。再次，若赋予信息来源主

体企业加工后的数据权利，则信息交流则更加受阻，个人信息立法初衷不在于阻塞信息交互，而在于防

止信息被滥用与违法违纪。因而，从法理学角度考虑，信息更应考虑如何有效合法流通，而非作茧自缚，

闭塞流通。 
个人数据要成为财产必须具备量的积累，破碎、零散的个人数据不具备财产价值。正如学者所说，“首

先，要通过信息积累，只有当大量零散的、片面的、互不关联的资料、数据、消息聚集在一起并达到一定

的数量时，才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资源；其次，信息的效用必须通过有序化来实现，否则，听任杂乱

无章、真伪难辨的各种信息到处泛滥，不但无助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反而会造成信息污染；最后，信

息的效用必须通过深层次的开发，即经过加工、处理、分析、综合，形成高质量的信息产品。”[14] 
随着司法判例的日趋丰富，企业数据的财产属性逐渐被认可，企业数据的财产属性保护成为大势所

趋。尽管诸多学者围绕企业数据性质产生争议，但日趋认可基础观点，即企业数据乃财产属性，与企业

有关，而非完全由个人控制。 
学界围绕企业数据保护方式展开激烈辩论，引申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方式、著作权保护方式、数

据库保护方式、所有权保护方式、新型财产权保护方式等。主张新型财产权的学者认为，从劳动赋权说

的角度考量，企业数据本质上是企业劳动创造的产物，凝聚了企业的劳动与资本投入，赋予其法律上的

财产权利也具备法理上的正当性基础[15]。新型财产权为许可其他企业使用该数据而非买卖转移所有权，

同时，给予合理权利限制避免数据被滥用，以此力求平衡企业数据保护与企业数据高效流通之间的利弊，

促进数据经济高速发展。 
2) 个人信息自决权不可取 
《民法典》第 1035 条、第 1036 条、第 1038 条均出现“同意”的表述。在《民法典》出台之前，《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

法规中也出现表述个人信息处理需要主体“同意”作为信息处理的前置条件。基于此，国内部分学者主

张信息主体享有信息自决权，即主张个人对于其相关的所有个人信息享有决定性的控制权。笔者对此持

否定观点，若信息主体持有绝对的信息主导权，则社会交往将陷入冗长且复杂的状况下，信息交互更陷

入停滞状态。 
学界关于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起源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小普查案”与“人口普查案”。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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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普查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决要点主要为：国家强制性抽象调查行为有可能侵犯干涉公民

的个人自决权；但并不是每个收集活动都侵害个人尊严；作为社会一员，个人必须一定程度上认识个人

信息收集行为，这是国家履职的前提。1969 年“小普查案”虽提及自决权，但并没有认可该自决权，而

是转向强调社会成员应忍受一定程度的调查行为，这是国家履职的前提，该表述应认定为公属性的认可。

在 1983 年德国联邦政府准备制定人口普查法，后该行为在 1984 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人口普查案”

中被判决违反宪法，判决中明确提出个人信息自决权，但原则与理由如下：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保护个人

得以对抗无限制的信息收集行为的有力工具；在自动化信息处理工具面前，不再有不重要的个人信息；

个人对于自己的信息并没有支配权，个人信息自决权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16]。 
学界部分学者认可“个人信息自决权”，认为个人信息自决权是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权利基础[17]，

公民个人信息权是公民个人自决权范围内的个人权利，这就是公民是否“同意”[18]。笔者认为，若将个

人信息的“同意”作为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权利基础，则是过分扩大解释该“同意”要件，而立法原意应

是力求多方位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信息来源主体的“知情权”，若仅仅因“同意”而承认个人信息自决

权，则陷入保护一种漫无边际的主观个人意志的尴尬境地，有失偏颇。 

3.3. 个人信息的公法属性 

我国为社会主义国家，立法司法背景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法治体系大背景，在此基础下，个人信息

不仅仅享有纯粹的私法性质，仍存在公法属性。若将个人信息纯粹交予私法处理，不利于社会发展也不

利于政府宏观调控。 
个人信息并非完全的私权，个人信息内涵社会公属性，但也并非为完全的公法权利。正如“小普查

案”中法院表述“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与人格有关，而那些无涉人格的、无关紧要的个人信息则属于

公共领域，个人无权阻止他人收集、处理以及利用”。 
个人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私权般的支配、排他等权利，正如个人对个人信息并不享有个人信息自决

权。若承认个人享有个人信息收益、处分、收集、利用的决定控制权权利，这无异于保护一种漫无边际

的个人主观意志，且这种权利不具有清晰可见的客体，个人信息相关主体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将举步维艰。 
随着私法救济探索的频频受阻，不少私法学者开始主张公法救济，主张通过国家设置专门公法机构

来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笔者认为，尽管个人信息存在公法属性，但若完全交由国家机关来维护，未免加

重政府机关的工作任务，数以亿计的庞大数据又如何做到事无巨细的维护工作？故而在针对不同类型的

个人信息定性情况下，寻求一种公法维护私法救济的渠道才能啃下个人信息这块庞然大物，而如何构建

救济渠道，则需要诸多学者与司法工作者砥砺探索。 

4. 个人信息权益立法模式选择 

当下我国已经出台《民法典》，但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仍寥寥无几，仅围绕《民法典》第 1034 条

~第 1039 条共计六个条文涉及个人信息规范。然而在司法实务中，个人信息的动态变化与技术发展的

不确定性导致个人信息实际案例颇为棘手，正如西方学者笑称：“整个宇宙也可以看作为信息”，个

人信息的立法保护仍有待加强。笔者认为，应避免通过传统人格权角度将个人信息一刀切，试图去保

护所有个人信息导致客体泛化，同时关于个人信息义务主体也应严格限缩，避免义务主体的泛化、权

利对世性。 

4.1. 避免个人信息“一刀切”立法模式 

当下，我国个人信息立法模糊导致个人信息实际操作困难，因客体泛化与义务主体泛化，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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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以及辐射面过于庞大，导致个人信息似乎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始终，这显然不符合立法初衷以及法

律实际运用。归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个人信息定性尚未明确以及“个人信息”立法与“个人信息保

护”立法的混同。 
首先，应避免个人信息客体泛化，将无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外，严格限缩个人

信息保护范围。我国《民法典》第 1034 条关于个人信息的定义采取身份识别标准，即通过直接方式、间

接方式识别出特定自然人，因而部分学者认为该种方式似乎在保护一种漫无边际的主观意识。如果仅仅

通过“识别”来界定客体，要求所有信息处理的整个流程均须经过知情同意，并且满足其他保护要求，

则整个社会将陷入信息停滞不前的尴尬境地，个人信息交往将无法进行。 
其次，应确立个人信息权利(或权益)性质，给予个人信息法理依据。从法理角度分析，一个事物受到

保护的前提在于这个事物主体存在权利，若无权利基础则无义务主体对应的义务行为可言。然而在个人

信息相关立法中，我国试图先规制个人信息保护，而后试图通过《个人信息法》来确定权力基础，这在

逻辑思维与立法顺序上必然造成当下个人信息学术理论与实践的混乱。 

4.2.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定位 

个人信息保护不同与个人信息，两者类似物权保护与物权的区别。然而，在我国尚未界定个人信息

权利性质的情况下，给予个人信息保护以立法，可见个人信息侵害现行之严重与个人信息保护之迫切。

笔者认为，权宜之计在于明确个人信息法理基础、肯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法律地位、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救

济措施。 
我国暂且放下“个人信息”立法模式，转而以“个人信息保护”解燃眉之急立法模式虽有实际意义，

但长此以往，容易造成学理与司法实务的错乱，有必要厘清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边界，明晰两

者关系。从历史角度分析，201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订立《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伊始，立法者

尝试以个人信息作为立法对象，但经过研究尚未成熟，到 2020 年《民法典》转而以“个人信息保护”作

为立法对象。我国立法由“个人信息”立法逐渐向“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过渡，然而“个人信息”基本

法理基础问题尚未解决。 
明晰“个人信息为何受法律保护”的法理权利基础是解决个人信息混乱现象的药方子。如上文所言，

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基础尚未明确下，我国虽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但始终未解释“个

人信息为何受法律保护”这个权利基础法理问题。国内关于个人信息的定义仍有待考究，《民法典》第

1034 条关于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定义导致似乎但凡与个人沾边就收到了法律保护，更类似于一种保护漫

无边际的个人主观意志的困窘。个人信息并不是一种新兴法律术语，而是在互联网普及前长久存在于人

类社会中，切勿将个人信息与信息相混同，信息更像是一种交互交往手段，是社会交流发展的必需载体。

而个人信息是一种法律保护的客体，更应具备学理性。 
通过个人信息权利分类，将个人信息予以不同领域以保护。笔者更倾向于将个人信息进行分类，例

如将与个人有关的秘密信息纳入传统隐私权角度加以保护，将新型互联网脱密处理后的信息纳入财产权

范围以考虑等。笔者不认为个人信息完全新领域事务，更倾向于其为传统事务电子化后的产物。 
应肯定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地位，完善相对应的个人信息保护救济措施。在明晰权利基础的情况下，

个人信息保护作为救济性法律，虽传统人格权一般以事后救济作为救济方式，个人信息作为人格权性质

的一种，应与人格权类似以事后救济作为主要保护方式。但仍不排除个人信息在未来有可能作为对世权，

财产权，而在此性质下，个人信息救济渠道则可能为事前救济与事中救济。故而，有必要在个人信息保

护法中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法律地位，不应通过保护法来明确个人信息权利属性；再者，需要完善个人

信息救济措施，以期更好的保护个人信息，加强实际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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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随着《民法典》的出台，我国个人信息正式进入民法典保护时代，但随即而来的是对个人信息相关

法条的解读。个人信息因其可识别性导致个人信息外围不稳定导致信息保护客体易泛化、信息义务主体

泛化的弊端。为解决该困窘有必要明晰个人信息权利(权益)属性问题。本文试图将个人信息进行类别划分，

明晰个人信息的公法属性、私法属性，进而明确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与财产属性，认为应严格限缩个人

信息范围，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避免个人信息立法模式“一刀切”；明确个人信息保护

的人格属性，赋予个人信息保护人格权相关权益；此外，认定企业数据财产属性，从劳动角度赋予企业

对其劳动加工后的数据以财产权利；认为个人对其信息仅享有知情权等相关权益，不享有绝对的控制支

配权。但文章在思考的时候尚存周延性不足，个人信息的权益属性区分对现实适用时仍存在时间与效率

的冲突，例如人们在处分个人信息时仍难以辨析其权益属性。 
关于个人信息权益立法模式的构建，本文所作的分类模式是区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个人信息法，即

前者为个人信息权益(权利)法，从法律层面赋予个人信息权利属性认定，后者为保护法，例如侵权责任法。

通过先予以个人信息法律属性认定，后赋予保护法加以规范的立法模式，符合权利法定原则与实践操作

需要，可有效避免当下个人信息司法实务的混乱。 
路漫漫其修远兮，相信随着个人信息立法与保护体系逐步完善，个人信息将愈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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